美國刑事司法制度之概念簡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汪南均  
美國刑事司法制度之要角為警察、檢察官、法官、處理假釋及緩刑事務官員(parole and probation officers)，以及被告(the accused; the defendant)。刑事訴訟程序之實行，基本上起於警察之逮捕嫌犯。逮捕事由可能是警察之目睹犯罪，或是源於警察之偵查犯罪。一旦有逮捕情事，被逮捕之人就得開始與刑事司法制度糾纏之歷程。美國雖採聯邦法與州法二元制，但不論是民法、刑法或其他面向之法律，皆以其憲法為本。而最常運用到憲法精神者，莫過於刑事司法制度。就某程度上而言，刑事法律及其程序與憲法息息相關。鑒於以往在接觸美國刑事法律制度之介紹時，講者往往係就個案衍生之問題反覆推敲論辯，若聽者並不熟悉英美法體系制度者，則仍有難以理解其脈絡之感。為使美國刑事司法制度之概念有較清楚之輪廓，並以實務運用之角度取捨，謹以簡單扼要的敘述方式，蒐集美國聯邦法院之最近見解，將美國刑事司法制度的整體概念作一簡介。
憲法保護：
刑事訴訟程序可由州檢察官或聯邦檢察官提出。權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 亦即美國憲法前十條修正案）最初只是在限制聯邦政府之權利，並不適用在州法院之刑事訴訟程序。但過去50年來，對於在聯邦法院訴訟之刑事被告可受保障之權利，還是有部分被挑選出來適用於州法院之起訴案件被告。直至今日，在權利法案所列載之所有權利，已不僅適用於聯邦法刑事訴訟，事實上亦已適用於州法刑事訴訟程序。如被告有權保持緘默( right to remain silent)、被告有權選任律師( right to competent counsel)、被告有權與其指控者對質(right to confront his or her accusers)、被告有權免受刑求(right to be free from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及其他大部分規範在美國憲法第四、第五、第六、第八修正案之權利，皆已適用於在州法院起訴之刑事被告。
和刑事訴訟相關之許多權利其實在被告被逮捕之前就可能發揮作用。如第四修正案就指出被告有權免於警察之非法搜索扣押(right to be free of unreasonable police searches and seizures)。警察不能於人們走在街道上時任意攔阻臨檢，除非他們有合理正當性足以認為該人涉嫌犯罪或將要犯罪。假使警察看見某甲在街上有不尋常之作為，而攔阻或詢問，並且發現其外套下有明顯突出物看起來有可能是把手槍，此時警察可以暫留某甲並拍撫查看是否真是把手槍。若確是手槍，而某甲並不被允許合法攜帶此種武器，則某甲就會被逮捕。
若警方收到報案指出某銀行被搶劫，並且從警方收播電臺得悉嫌犯之具體描述，此時若警方發現某乙符合描述之特徵，且在進一步攔阻某乙盤問其去向及身份之後，認為某乙有可能涉嫌，則警方就可能把某乙帶回犯罪現場，試圖查找有無其他證人可確認某乙犯案。若果有證人出面指證，某乙就會被宣布逮捕。
然而，警方不能只因某乙看起來像嫌犯或其曾有不良紀錄，就在街上任意攔阻扣留他。必須有可以讓一般理性之人(reasonable person)也認為某乙犯罪或將要犯罪之合理說明，才可以如此做。
搜索扣押(searches and seizures)：

一旦人民有理由被逮捕，執行逮捕之警察即可對被逮捕之人執行搜索，並可在被逮捕之人觸手所及之區域(the area within arm’s reach)或被告立時可掌控的範圍(a defendant’s immediate control)
進行搜索。例如執行逮捕之警察不僅可以搜查被告之衣服，也可搜查嫌犯之皮包、皮夾。任何在此情形搜索而發現到的物品，都可用作被告犯罪之證物。同樣地，若有某些非法物品係於警察在合法的情況下在現場觸目可及(within plain view) 的，則此些非法物品可以被扣押並用作被告犯罪之證據。須注意的是，如果嫌犯是在廚房被逮捕，警察或許可以搜索廚房，但並不及於該房屋的其他處所；如果嫌犯是在屋外被逮捕，警察是不能逕行進入房屋搜索，除非警察有搜索票；因為此種情形已逾越被告立時可掌控的範圍了。
車輛的搜索是較受爭議的問題
；當駕駛人被逮捕並帶到警察局後，基本上他的車輛亦會被扣押( impounded)。此時警察被授權執行車輛內物品之清查( conduct an inventory search)。因為車輛既已在警察之支配下，確認是否有其他有價值的物品在車內，對警察而言是有利害關係的，避免日後被指控侵吞濫用(misappropriation)該等物品。通常警方會執行車輛內之物品清查，如果發現車內有非法物品，將會是刑事案件之基礎證物。
有一句諺語「家是一個人的城堡( a man’s home is his castle)」。實際上，就警察可執行搜索的範圍而言，這句話的確是真理。警察不能任意進入人民私宅執行搜索。一般而言，警察要有搜索票(search warrant)才能在特定場所執行搜索。但在某些緊急狀況，也就是在警察認定犯罪嫌疑人有必要立即逮捕時，或有必要避免證據被湮滅時，是可以允許警方逕行進入並執行搜索。不過如果時間允許，警察仍須取得法官或治安官(magistrate)核發的搜索票，才得以進入住宅執行搜索。
證據排除法則( Exclusionary Rule )
：

「證據排除法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著名的判例之一Mapp v. Ohio (1961)所建立之原則) 過去多年來在美國亦是倍受爭議之議題。其內涵即指任何違反憲法第四修正案之非法搜索扣押所得之證物，將會被排除在法庭之外(不得做為證據)。雖然「證據排除法則」是相當基本原則，但歷來法院已有多項「證據排除法則」之例外
。

「證據排除法則」之內涵其實是要節制警察的作為。有不少人認為若警察認知到違反人民憲法基本權利所獲得之證物，不得用於刑事訴訟案件的話，他們就會從此節制其作為，被告之憲法權利就得以確保被遵守。但是，質疑「證據排除法則」的聲浪也將近四十年，有許多人質疑只因警察的失誤而讓罪犯逍遙法外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不過，支持Mapp案件者則認為唯有使非法取得之證物排除在證據之外，警察之作為才得以受控制。

被告為了有「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必須主張且證明其憲法保障之權利被違反。此種主張或於案件結果有利害關係之聲明，是主張任何憲法權利之基本要件。舉例來說，若是因非法搜索被告A住宅查到毒品，導致被告B隨後在另一地點被逮捕，案例中的毒品不能用來當作被告A犯罪之證據，因為A有立場主張違法逮捕；但這毒品卻可能用來作為被告B犯罪之證據，因為遭非法搜索的不是B的住宅，B沒有立場主張非法搜索，故B亦非被違法逮捕之人。亦即被告B無立場主張其憲法權利被違反，其即無由主張「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

相當理由(或正當理由，Probable Cause)

一般而言，成立逮捕要逹到所謂的有「相當理由」之標準
。當有足夠證據可使任何一個理性之人(reasonable person)得以相信被指控者很有可能犯下系爭罪名時，「相當理由」於焉形成。關鍵字在於「相當」(probable)，亦即被指控者是「極有可能」(more likely than not)之犯罪者。
警方或許需要依賴各種不同訊息管道以獲致「相當理由」，例如偵查員藉由過去偵辦有關毒品案件時運用之線民( informant )所報訊息，以確認在某特定地點有販賣毒品之行為是具有「相當理由」。此不僅可做為對該特定地點聲請核發搜索票之依據，若在該特定地點發現確有毒品，在場之人亦有被逮捕之依據。若係因警方監控( surveillance )而發現該特定地點確有可疑行為在進行中，亦屬有「相當理由」。有很多情形都可作為核發搜索票或逮捕令之依據。
強制處分令狀(Warrants)

在刑事領域，有聲請核發所謂之逮捕令(arrest warrants)、搜索票(search warrants)等二種令狀。逮捕令是由法官或治安官核發之命令，以授權逮捕某特定犯罪之特定人。而搜索票則是由法官或治安官核發之命令，以授權警察就特定物品執行特定地點之搜索。雖然警察在執行搜索時不見得總是必須要有搜索票才得以執行，但若時間並非急迫之情形，仍應持有搜索票。換言之，在某些特殊急迫情形，警方已無充裕時間到管轄法院向法官聲請核發搜索票，例如證據將被湮滅或犯罪正在進行中時，則警方可在無搜索票之情形逕行搜索。
核發之搜索票上亦會確實指明應執行搜索之時間。然而何時可執行搜索就是警察所要審慎考量的了。一旦警察到達現場，即應就其進入執行搜索為一宣告
。但若有合理理由為免證據被湮滅，或如宣告警方之出現將致警方置身險境，則此時警方在進入時可不先通知
。一旦警方進入現場搜索，所有在場之人都得留在現場直到搜索完畢。若現場搜索到非法物品，且有相當理由可信在場之人與系爭犯罪行為有關，則在場之人就可能會被逮捕並被指控涉及犯罪。
有時警方會因徵得在場之人之同意( consent )，對其本人或其所在之場所進行搜索。任何人都無義務同意。若有人果真同意警方對其本人之身體或住宅進行搜索，就會被認定為同意搜索( consensual search )，此時警方即不需有搜索票即可進行搜索
。
有時警察會要求使用各種不同的科技監控設備，包括有線通訊監控( wire tapping)、電子通訊監控( electronic eavesdropping)。此種監控必須在特定的州法或聯邦法律之監督下進行，且在進行之前須先聲請核發監聽票才得以執行。
米蘭達權利(Miranda Rights)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關刑事訴訟程序最有名的判例之一就是米蘭達判決
。米蘭達案與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有關，尤其是刑事案件之犯罪嫌疑人在被警方扣留(detained)後之相關權利。米蘭達案主張第五修正案中所謂被告有「無自證己罪」( right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之權利，意指該人有權被告知其有權保持緘默、有權選任辯護人，以及一旦遭逮捕之後，被警方訊問之前，有權終止任何警方之訊問。
並不是每一個被逮捕之人都必須被告知米蘭達權利(該權利事項之告知亦稱「米蘭達警語」” Miranda warning”)。通常一個人在被逮捕後，警方就不會就涉嫌之犯罪訊問他。然而，若警察開始就涉嫌之犯罪訊問他，警方就必須告知米蘭達權利。若在未被告知米蘭達權利之情形下，被告對警察的訊問有所回應並透露訊息，此項證據在審判中會被排除。但如果被告是自發性地自願提供訊息，就不會被要求必須符合米蘭達權利，該證據亦不會被排除。
各法院之間就米蘭達權利範圍的規定亦有所不同，目前洵認不僅可適用被逮捕之人，亦可適用於被警方鎖定偵查之對象。即使嫌疑人尚未被逮捕，但已被警方列為被調查的主要對象，且警方的訊問地點是在警察局或任何屬於警方之場所，即可被視為被扣留訊問的情形，警方就必須在實施訊問前告知嫌疑人米蘭達權利。
嫌疑人或被告當然可以放棄其「無自證己罪」的此項權利，並且就其犯行對警方 侃侃而談。於此情形，老練的警察通常會要求嫌疑人或被告做成書面紀錄或錄音，以確保嫌疑人或被告是在自願且知悉明瞭之情形下放棄其權利。

逮捕的司法審核(Judicial Review of Arrests)
一旦遭逮捕並被警方指控犯罪，該案件會先經檢察官或治安官(magistrate)審核。治安官是擁有部分法官職權的司法官員。在刑事程序的初期由檢察官或治安官審核案件的目的，是確認警方是否有正當理由(probable cause)
可認被指控之人為系爭犯行並逮捕他。檢察官或治安官確認之後，案件才進入下一階段。
在案件進行之初，法院通常有交保程序(set bail)，是由治安官或法官考量被告的犯行輕重、是否有脫逃之虞等因素，決定交保金額以確保被告在隨後之聽審程序都能出庭。保釋金可以現金支付，也可以不動產抵押擔保，通常是透過保釋公司(bail bondsman)出具保證書(bond)之方式。此種制度就像是以法院為受益人的保險政策。被告須支付保釋金額之一定成數數額(多為百分之十)予保釋公司，以取得保釋公司出具之保證書。若被告逃逸不出庭，保釋公司必須向法院支付全額保釋金。此時，保釋公司通常會僱用賞金獵人(bounty hunter)追捕逃逸之被告，再將被告交付法院以取回(redeem)保釋金。但如果被告沒有被保釋，法律規定被告在被逮捕的四十八小時（週末及假期除外）內就必須帶到法院過堂審訊(arraignment)。
美國憲法第八修正案雖有明文禁止過度高額的保釋金。但這個規範其實裁量空間很寬鬆，況且法院如何決定保釋金額亦屬相當主觀的問題。

檢察官(Prosecutors)

檢察官受政府聘僱負有使嫌犯受審的責任，是國家律師。在所有人民會接觸到的政府官員中，檢察官可稱是最有權力的。檢察官決定犯罪行為的起訴或不起訴。即若當地有殺人嫌犯被警方逮捕，是由檢察官來決定該案件的下一步如何進行。當地檢察官的決定不會受任何其他法院官員或政府官員的審核。唯一例外是若該案件亦有涉及聯邦法律的爭議時，則所轄的聯邦檢察官可以決定是否對違反聯邦法律部分起訴
。
過堂審訊(Arraignment)
過堂審訊通常是開啟刑事訴訟法庭活動的一個簡單的審訊程序。主要目的是使被告出庭聆聽所被指控的罪名並取得書面訴狀，法官並聽取被告答辯。法院亦會在此時訊問被告是否認罪。此階段之被告應有律師陪同，除非他自行放棄選任辯護人之權利。若被告是無資力負擔聘請律師之費用並且符合當地所規定的為其指定辯護人之條件，法院即應為其指定辯護人為其刑事案件辯護。此外，在過堂審訊中，被告或檢察官可以要求法院再次審核保釋金額是否恰當；被告也可在此程序提出任何審前動議(如爭執該法院無管轄權，或爭執被告行為根本不構成犯罪等)，請求另定庭期審理；法院也可依各州之法律規定，視案件情節輕重，在過堂審訊時決定是否排定初審或認罪協商會議的日期。
單純輕微的案件，若被告認罪(plead guilty)或不爭執其犯罪(nolo contendere) 過堂審訊的法官很可能就接受被告與檢察官立時達成的認罪協商結果並直接量刑，這時過堂審訊雖是被告的第一次庭訊，也有可能就是最後一次出庭。
審前程序(Pre-trial Proceedings)：
大部分刑事訴訟，被告有權參與初審(preliminary hearing)
。在初審中，檢方證人會被傳喚作證以決定警方的逮捕是否具有相當理由。初審通常由法官或治安官審理，只就是否具有相當理由作出裁定。如果裁定具有相當理由，案件就會移送大陪審團審訊(grand jury)
。
大陪審團是由法院召集公民組成以審查檢察官提出之刑事案件，並再次審查被告被指控之罪名是否具有相當理由可信為其所犯，大陪審團並可以決定是否提起公訴(indict)。大陪審團常被譏為是檢察官的橡皮圖章(rubber stamps)，因為縱使其是經由挑選公正無偏見、無預設立場之公民組成，但也僅能聽到檢方的一面之詞--向大陪審團提出的證據都是經檢察官篩選過的，通常是警方的證詞。且大陪審團程序之進行並不公開，採秘密程序進行，故並沒有機會聽到被告的說詞。故如意料中事，大陪審團多會接受檢察官之建議而對被指控犯罪的被告提起公訴。
認罪或抗辯(Pleas)

如前所述，在過堂審訊時，法官就會告知被告被指控的罪名，並聽取被告的答辯。若被告不認罪，法官就會定下一次的庭期，視各州的法律規定及被告所涉者為重罪或輕罪之不同，下一次的庭期有可能是審前會議(pretrial conference)，有可能是初審程序，或直接是審判庭期(a trial date)。刑事訴訟程序的任何階段，被告或其律師都可與檢察官協商認罪(plead guilty)以決定是否能獲致政府同意以較輕罪名指控。如果雙方達成合意，協商結果向法院提出，起訴事項即有結論。其餘的就是法院如何量刑(sentence)。法官對於量刑有最終決定權，不須受制於兩造所達成的協議。

重罪(Felonies)和輕罪(Misdemeanors)
刑事犯罪通常可區分二大類：重罪和輕罪。重罪是指可處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輕罪是指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
。刑事訴訟程序就輕、重罪案件之處理方式有相當大的不同。被指控重罪之被告在程序上有較嚴謹的保護，也因此重罪案件的審判程序就較輕罪案件來得延宕。輕罪案件被告往往出庭後，經告知其有權選任辯護人，案件就直接交付審判，這是很稀鬆平常的。但重罪案件被告則可能須經過好幾次的出庭—保釋的聽審程序、過堂審訊(arraignment)、初審(preliminary hearing)、審判期日之決定庭、任何審判前的動議(pretrial motions)，以及最重要的審判庭(trial)。
交通法庭案件(Traffic Court Cases)
第三類刑事案件可稱為「微罪」(petty offenses)案件，大部分此類案件與交通違規事件有關，如超速，設有交通法庭處理。雖然一般不認為如此，但交通違規事件本質上仍屬刑事案件，因為涉及潛在的刑事處罰。違反者可能只是罰金，亦可能會因較嚴重的交通違規事件而遭實質上的逮捕並有徒刑的罰則。
大部分的法院就交通違規案件都是以單獨一位法官在很短時間內審理數以百計的交通違規案件這種草率方式處理。大多數案件都是由警察到庭向法官說明其本人所見或調查所知該交通違規事件發生的情形。如果有證人，則證人會被傳喚出庭就事件發生經過簡單證述。被告也可主動要求由其本人說明事情發生經過，但並不表示其有作證義務，因為憲法第五修正案之被告有「無自證己罪」( right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之權利在此程序亦一併適用。
到過交通法庭的人大概都會對法庭內總有一堆警察在裡面而印象深刻。警察們都是為了他們曾開過的罰單或曾執行逮捕的案件出庭作證。如果開罰單的警察在審理庭時未能出庭，這個案件可能會因欠缺政府追訴而被撤銷(dismissed)。同樣地，如果該交通違規案件是否成立攸關於一名證人之證詞，而他又未能在審理時出庭作證，則該案也可能因此被撤銷。因為交通違規案件的舉證責任與刑事案件一樣，都是由政府負舉證責任，不論是由警察作證或是有其他人證。如果政府不能舉證，被指控的案件就應被撤銷。
有些地方的交通違規事件是由行政部門處理，由行政聽審官(administrative hearing officer)審理。行政聽審官係準司法官(quasi-judge)，擁有部分法官職權，但未必有法官的職稱，也不須在聽審時穿法袍。

證據開示(Discovery)
美國1946年「聯邦刑事訴訟規則(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第16條中首次確立了證據開示規則，以後各州也相繼規定，並逐漸擴大了證據開示的範圍。部分刑事案件是允許審判前進行證據開示程序的。但刑事案件之證據開示比起民事案件的證據開示有較多的限制。在民事案件中，普遍認為完全揭露所有事實以及對方的優勢和弱點是有必要的，如此兩造才能就該案件是否能解決，怎樣的條件能解決，達成最好的決定。但就刑事案件而言，證據揭露太多並非好事，因為被告一旦得悉檢方掌控的相關事證為何，很有可能恫嚇證人或阻滯刑事訴訟程序的進行。也因如此，刑事案件中就證據開示的質量上與民事案件相比較是較受限制的。
傳統的觀念，檢察官是不能從被告身上獲取訊息的，但近幾年來，證據開示制度趨向「雙向交流(two-way street)」。因為既然被告可以得悉檢察官取得之證據資料，檢察官自然也得檢視被告所擁有的證據資料。雖然有被告爭執此舉違反憲法第五修正案所保障的被告有權保持緘默及被告有「無自證己罪」之權利的規定，然而，所謂的「對等證據開示法則(reciprocal discovery laws)」已經聯邦最高法院著有判例支持
，聯邦法律及部分州法亦有將此法則訂入明文者
。依此法則，若被告不願應檢察官的要求，提出能證明其有不在場證明的證人名字及其地址，該不在場證明就不能提出作為證據，法院亦不能傳喚該證人出庭作證。
未來趨勢，美國國會與州議會很有可能立法增加被告證據揭露的義務。雖然辯護律師們極有可能反駁其合憲性，法院應該還是會支持與檢察官證據開示負擔相當的合理法則。

特權保護法則(Privilege)

證據法則中有專就「特別權利」關係者的一套法則。「特權保護法則」避免有保密義務關係者之私人交流訊息被揭露。此法則相當複雜且各州之規定不盡相同。「特權關係者間之對話(privileged communications)」是指法律規定有特權關係者間之私密性對話，以下四種特權關係在美國各州之規定均是一致的：律師與委任人、醫師與病人、配偶、神職人員與其信眾。「特權保護法則」鼓勵上述有特權關係之人皆能自由坦率地談話，政府制定此法則是因為立法者認為維護此類關係之社會利益，與將案件結果有關的所有證據都攤開在法官和陪審團面前，相形之下更為重要。除了上述四種關係之人，有些州還將記者與提供消息來源者、精神治療醫師與病人，亦納入之。
受「特權保護法則」保護之「特權持有人(“holder”)」，如委任人，是可以合法拒絕透露其與律師間的對話。而對話的另一方，如律師，未經委任人同意，亦不得透露雙方對話。此項禁止揭露原則適用於刑事案件的每一個階段，包括審判前、審判中、審判後的任何程序。
但「特權保護法則」亦有其例外，例如，若委任人尋求律師協助其未來的犯罪計畫，則委任人對律師所為之上開對話並不受「特權保護法則」之保護；又若在可被他人聽聞之公開場合所為之對話，亦不受「特權保護法則」之保護；此外，若特權持有人自行向第三人揭露訊息，該特權就無保護之必要了。
配偶間之「特權保護法則」有二，一為「配偶間之對話(spousal communications)」，一為「配偶之證言權(spousal testimony)」。「配偶間之對話」必須是婚姻存續期間之配偶間私人對話才有特權保護，縱使案件進入審判之前已分居或離婚，只要是在婚姻存續期間之對話，就受特權保護。但亦有例外情形，如大多數的州法規定，配偶間的家庭暴力事件，「配偶間之對話」是不受特權保護的。至於「配偶之證言權」是指配偶有權拒絕證言而不會受任何處罰，即使待證事項係發生在結婚之前。但若案件進入審判前，雙方已無婚姻關係，其就無拒絕證言之權利
。
陪審團審訊(Jury Trial)
美國憲法第六俢正案保障刑事案件被告有權接受陪審團審訊，但此項權利並非毫無限制，如微罪(petty offenses)案件就不適用。所謂微罪案件可被歸類為係本刑為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之罪。但很多州已將可能會被判徒刑的案件，擴張為均有權適用陪審團和大陪審團審訊。而且，在某些州不僅讓被告有權請求受陪審團審訊，也讓政府有權要求以陪審團審訊之方式進行。
刑事案件的陪審團大部分是由十二人組成，且陪審團的裁定須全體一致(unanimous)。選任陪審團的預先審查程序(jury voir dire)，案件兩造都有權參與，由律師們進行質疑(challenge)符合資格的陪審員侯選人程序，以決定符合陪審團資格的哪些成員可能就本案有預設立場或成見，而能予以剔除。一旦陪審團成員選任確定，檢方指控即應開始進行案件事實要旨陳述(opening statement)，接著由被告陳述。然後由檢察官開始提示證據(presentation of evidence)。在案件結束之前，被告有權以證據不足的理由請求撤銷檢察官的起訴，但法院通常會駁回，此時被告有權提出對其有利的證據。
在美國刑事審判中很特別的一點是檢察官不會主動要求傳喚被告上證人席(witness stand)作證，因為被告有絕對的「無自證己罪」的權利。只有被告自己可以決定他要不要出庭作證。一旦被告選擇上證人席作證，他就必須接受檢察官的詰問(cross-examination)。
媒體採訪(The Press)
某些刑事案件會吸引大批媒體報導，如果因媒體的極度關注已明顯影響當地陪審團名冊內成員，有認該案件即應移轉至媒體不會如此密切報導的轄區法院審理。其實，媒體人員就涉及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是不會被排斥在法庭之外，憲法第六修正案保障被告有權接受公開審判，且憲法第一修正案亦保障大眾和媒體進入刑事法庭聽審的權利。然而，在美國大部分的法院對於媒體在法庭內使用照相機或攝影器材仍有諸多限制。對於此種現象，一般認為係為維持法庭秩序的一種方法，並不必然是想對媒體在場之權利有所限制。
平等審判 (Aspects that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不論是民事或刑事案件，審判程序都是為了要發現真實(a truth seeking activity)。在民事審判程序中是否能夠發現真實，往往多少因律師能力的不同而有所影響。類似的不同也會出現在刑事案件上，但刑事案件有些考量是為使政府與被告間之地位趨於平等(level the playing fiel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defense)。檢察官若知悉對被告有利之事證，即可能使被告獲無罪的訊息，必須在審判前對被告揭露(disclose)該項訊息
。這些理由都是基於審判功能係為發現真實而來。

刑事審判絕不只是為出絕招致勝，而是為在陪審團審訊之前能得到所有相關事證，以使陪審團裁定被告是否有罪。審判過程中，檢察官不宜對陪審團就其論點之陳述過於憤怒激動，且在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下也禁止對陪審團為有所偏頗和煽動的言論。
對質的權利 (Right of Confrontation)

憲法第六修正案之「對質條款(”confrontation clause”)」給予任何刑事案件被告都有權與其指控者對質之權利。對質的權利意指被告有絕對的權利於審理時在場。若被告有粗暴不當行為，可以使其行動受限制(restrained)或置其於隔離之另一可聽聞審判進行卻不干擾程序的房間內，不過這畢竟是非尋常的做法。
對質的權利亦可泛指辯方有權針對所有作證指控被告犯罪之證人實施交互詰問(cross examining)
。此外，本於對質的權利，檢察官不能將未在審判中作證的證人言詞提出作為證據。檢察官也不能以書面的傳聞陳述(“testimonial” hearsay statements)指證被告，除非該名證人曾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或被告曾有機會(如在初審程序中)對該名證人詰問(cross-examine)過
。屬於傳聞(hearsay)的事證，不允許進入法庭為證。刑事審判中若提出傳聞證據會被異議，亦本於該行為係違反被告對其指控者有對質權利的規定。
證據力標準(Standard of Proof)
刑事案件的證據力標準是指證據要能超越合理的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程度，此種證據力的標準相較於具證據優勢(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或清晰且有說服力(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之證據力標準都來得高。超越合理懷疑的證據力，並非意指該證據必達使陪審團確信被告有罪的程度，但若有一陪審員就被告是否有罪一節心生合理的懷疑，則其心證就應認被告係無罪。因為大部分管轄法院就刑事案件的陪審團裁定都要求須達全體一致，單一陪審員就被告是否有罪產生合理懷疑的話，就會使陪審團無法做成裁定(hang up a jury; hung jury)，使政府無法獲致判決。若陪審團評議(jury deliberations)結果認被告有罪或無罪的比例是十一比一，則通常審理法院會受理檢察官的聲請，宣布審訊無效(mistrial)，並允許該案再審(retrial)
。
量刑(Sentencing)

刑事案件審判的最後階段就是量刑。目前聯邦法院與州法院就刑度裁量上都受量刑準則(Sentencing guidelines)之規範。量刑準則規範極其詳細複雜，就法官對被告的特定犯罪樣態該處以何種刑度都有可參酌的各種要素。參照量刑準則的標準，法院在量刑時主要須考量的各種因素應包括(但不限於)被告的前科紀錄、被告在其他相關案件的調查中與政府的合作程度、被告犯後態度、犯罪本身的罪質及其嚴重性等。量刑準則的制定目的在於消弭長期以來存在於各法官間，雖是相同犯罪，量刑卻有極大差異的情形。
就某種程度而言，法官們對量刑準則是頗不以為然的，因為嚴重限制了法官們的裁量權。然而，量刑準則就未能涵蓋的特殊案件狀況，仍有允許特殊考量其刑度的彈性。其實量刑準則的立意是好的，乃為消弭對雷同的案件卻予不同被告間極大量刑差異的不公平對待。當然，任何一個規定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上訴(Appeal)

被告在判決宣告之後，有權提出上訴。所有州法院都有上訴制度。被告的經濟能力並非其上訴是否有效的條件。若提起上訴須要檢附前審訴訟程序進行中的審判筆錄或文件繕本(transcript)，法院有義務對於無資力的被告提供相關的筆錄及文件繕本。同樣地，法院也必須對提起上訴的無資力之被告指定辯護人。
如果被告經判決無罪，政府(檢察官)無權就該判決提起上訴
。這規定的考量是認為若允許政府(檢察官)上訴，實質上不啻使政府部門仍可運用龐大的資源削弱被告。
一罪不二罰(Double Jeopardy)
第五俢正案的一罪不二罰條款意即就同一犯罪事實，不得使嫌疑人接受二次審判(不得置其於雙重危險之處境)。所謂危險之處境(jeopardy)，以陪審團審訊程序之陪審員選定並宣誓任命時為其始點，即審訊實際上開始時。但「一罪不二罰」之規定仍有其彈性，亦即若在判決前因陪審團無法達成全體一致之裁定，或因非可歸咎於檢方之審理上瑕疵而導致宣告無效審訊 (mistrial) ，則另一新的審理程序並不會被認為違反「一罪不二罰」之規定。又「一罪不二罰」之原則只適用於就該案提出指控的政府機關
。且被告若經刑事程序判決有罪，而其財產曾被使用為該犯罪行為之犯罪工具，該財產亦可能會經由民事程序沒收。此為二種不同的程序，最高聯邦法院認為並不違反「一罪不二罰」之規定
。 
聯邦法院體系之刑事司法制度(Criminal Justice in the Federal Court System)

聯邦法院體系之刑事訴訟程序與州法院體系的刑事訴訟程序並無太大不同。聯邦法院體系下特別制定一套規範「聯邦刑事訴訟規則(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以規範刑事訴訟程序。在聯邦政府體系發動刑事犯罪追訴開端的執法機關繋於聯邦執法機關，如聯邦調查局(FBI)、緝毒局(DEA,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情報局(Secret Service)，或其他聯邦政府所屬機關而非當地警察局。聯邦法院繋屬的案件係由所屬轄區之聯邦檢察官起訴，在所轄區域內發生的刑事犯罪案件係由有管轄權的聯邦地方法院(U.S. District Court)法官
審判，如須上訴，則向有管轄權的上訴巡迴法院(Circuit Court of Appeals)提起上訴。
聯邦法院的特色之一是所能審理的案件有侷限性。不過，過去幾年，美國國會已增修了聯邦刑事法律使武力劫車(carjacking)案件、遺棄子女(nonpayment of child support)案件亦可納入管轄範圍，使聯邦法院亦得審理上開爭議。上述案件在以往都僅能以州法層次規範，以及僅能在州法院起訴。擴張聯邦法院刑事案件之管轄範圍過去幾年來持續緩慢地進行，可能與最初立法者的原意有所悖離。
� 參見聯邦最高法院案例Chimel v. California,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 ( 395 U.S. 752, 89 S.Ct.2034, 23 L.Ed.2d685.)。


� 聯邦最高法院最近見解認為，若嫌犯在其車內或車子附近遭逮捕，此時警察是不需要搜索票即可執行其車內的搜索(參見Thornton v. U.S., U.S. Sup. Ct. 2004.)


� 參見Mapp v. Ohio,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 ( 367 U.S. 643, 81 S.Ct.1684, 6 L.Ed.2d 1081.)


� 聯邦最高法院最近的見解認為若執行住宅的搜索違反「敲門並知會」原則(knock and notice rule，詳見註6)，並不適用「證據排除法則」(參見Hudson v. Michigan, U.S. Sup. Ct. 2006.)。意即縱使警察在執行有效搜索之時沒有先敲門知會，該次搜索所獲之證物仍可進入審判庭為證。


� 何謂「相當理由」？憲法第四修正案並未有明確定義，一般而言不能只認為其有嫌疑而已，但也不須要達到可證明嫌疑人有罪之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的程度。正因其概念抽象，不可能有一明確的定義，端賴法官就個案依憲法修正案之立意、類似案件之判例意見、警 察權利行使與犯罪行為人權利之間為一考量，而闡釋其義。目前公認的幾個原則有：1.警察必須指出有客觀事實狀況足認嫌疑人犯罪(例如不能只說因直覺認為嫌犯是小偷)。2.法官就是否有「相當理由」有最後認定權。縱使警察由衷認為該事證足以成立「相當理由」，但若法官經審核相同事證後並不同意，仍不能成立「相當理由」。3.若事後證明警察逮捕錯人，嫌犯是無辜的，只要警察能證明逮捕時有「相當理由」，該逮捕即屬合法。在此情形，如果該指控被撤銷或被告經無罪開釋，「相當理由」的存在保護警察免因其錯誤逮捕嫌犯而遭致民事究責。


� 此即所謂「敲門並知會」法則(“Knock and Notice” Laws)，通常警察在執行住處的搜索時，必須先敲門，通知其已在場，並且讓該住宅內之人有機會開門。此法則係著眼於保護個人之安全、隱私和尊嚴。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中曾被解釋認為須有「敲門並知會」的程序始符合上開俢正案之規定(參見Wilson v. Arkansas, U.S. Sup. Ct. 1995), 另聯邦法律亦有如是規定(參見18 U.S.C. Sec. 1309)


� 參見Richards v. Wisconsin, U.S. Sup. Ct. 1997.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近在Mena v. City of Simi Valley一案中指出, 合法執行搜索的警察官可以採取必要措施保護自身安全，如當發現執行搜索之房屋內有武器時，可先將該房屋佔有人戴上手銬 (參見Mena v. City of Simi Valley, U.S.Sup. Ct. 2005.)。


� 此情形須注意該同意搜索之人是否確有權同意，美國聯邦法院最近見解認為，如同一住宅內的配偶或室友雖同意搜索，但其本人在場明白表示不同意搜索，若警方仍執意搜索且確實搜到對其不利之證物，該證物日後並不能作為指證被告之證據。(參見Georgia v. Randolph, U.S. Sup. Ct. 2006.) 


�參見Miranda v. Arizona,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6. ( 384 U.S. 436, 86 S.Ct.1602, 16 L.Ed.2d694.)


� 聯邦最高法院最近判決見解認為警察因見車輛超速而將其攔下，車內有三人，經徵得駕駛人同意搜索該車，並在車內後座扶手後面發現藏有數包古柯鹼；該三人均稱不知情之情況下，警察將其三人全部逮捕，並非無正當理由。因為在缺乏證據證明該古柯鹼究屬何人所有的情形下，警察有理由認為該三人均係知情並持有該古柯鹼(參見Maryland v. Pringle, U.S. Sup. Ct. 2003.)。


� 美國大部分刑事案件是在州法院進行訴訟，聯邦法院之刑事案件管轄權限於涉及被告對聯邦財產犯罪(如在國家公園內對他人施暴)，或被告之犯行跨過州界(如在A州綁架被害人，又將其移至B州藏匿)者；另聯邦法院就專屬聯邦政府定義下之犯罪如移民詐欺案件有管轄權。聯邦刑事案件是由聯邦檢察官(U.S. Attorneys)處理，聯邦檢察官由聯邦檢察總署(U.S. Attorney General)任命並對其負責。而多數的州檢察官(State prosecutors) 是以郡為單位選舉產生，各州有不同之職銜，通常是以地方檢察官(district attorney)、州檢察官(state’s attorney) 、市檢察官(city attorney)稱呼之。


� 被告的犯罪行為若同時觸犯州法和聯邦法律(如販賣毒品或搶劫銀行)，此時州政府及聯邦政府對被告均有管轄權；在此情形，州檢察官和聯邦檢察官會一一就個案決定，被告應在州法院還是在聯邦法院起訴。


� 並非每一案件都適用初審程序。通常只有被告在過堂審訊(arraignment)或第一次庭訊(initial appearance)並不認罪時才會進行此程序，但仍視各州法律如何規定。有些州是所有刑事案件都有初審程序，有些州是被告請求才進行初審，也有些州限於重罪案件才有初審程序。初審程序通常在正式對被告提出指控後就須儘快進行，在聯邦速審法(Federal Speedy Trial Act)就規定在被告遭逮捕後30天內就須進行(參照18 U.S.C. § 3161.)，許多州都有類似規定。事實上，許多被告放棄其速審(speedy trial)的權利(尤其在拖延審判對被告有利的情形下)，故初審程序也可能因此延後至法庭要角都能配合的時間。


� 大陪審團(grand jury) 和陪審團審訊( trial jury, 亦稱小陪審團”petit jury” )，都是公民中隨機挑選出來，在案件中扮演聽證的角色。二者最大不同在於1. 大陪審團決定是否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小陪審團決定被告是否有罪。2.大陪審團採秘密程序進行，小陪審團是在公開審判程序進行。3.大陪審團任命期間較長，通常與法庭期間(a term of court)一致，多為六至十八個月；小陪審團審訊期間較短，除非是碰到較長的審判，否則十天即可。4.大陪審團成員為15-23人(在聯邦法院為16-23人，參照聯邦刑事訴訟規則(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6(a) )，小陪審團成員通常為6人或12人。5. 大陪審團並不一定須要全體意見一致才能提起公訴，例如在聯邦法體系， 12人以上同意就可提起公訴(參照聯邦刑事訴訟規則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6(f) )；但小陪審團一般必須全體一致裁定被告有罪。


�參見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7條a項1款2款之規定[Rule 7(a)(1)(2)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 參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Williams v. Florida (1970)


� 參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之規定(Federal Rule of Criminal Procedure 12. 1.)；參見加州刑法 (Cal. Penal Code § 1054.3.)；參見佛蒙特州刑事訴訟規則(Vermont Rule of Criminal Procedure 16.1(a)(1).)


� 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下之相似概念即「拒絕證言之權利」。


� 早期此項特別權利的保護甚至允許一方配偶有權禁止另一方配偶作證，例如被指控搶銀行的丈夫可以避免其妻出庭證述曾看見他帶著搶奪之財物回家，即使妻子想出庭作證亦不得為之。目前幾乎所有州法都已廢除此種特權保護，因為每一個配偶有權自己決定是否要對其配偶指證，或願意藉著特權保護法則而拒絕證言。


� 此即所謂的「可證明無罪之證據(exculpatory evidence)」訊息，若檢察官未揭露此項訊息讓被告知悉，且因此使被告獲致有罪判決；若被告上訴，則上訴法院可以廢棄原判決。參見Brady v. Maryland,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3. ( 373 U.S. 83, 87, 83 S.Ct.1194, 1196, 10 L.Ed.2d 215.)」


� 參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Douglas v. Alabama, U.S. Sup. Ct. 1965.


� 參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Crawford v. Washington, U.S. Sup. Ct. 2004.


� 參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之規定(Federal Rule of Criminal Procedure 31.)


� 在美國刑事訴訟制度下，一審無罪判決等同宣告該刑事案件終結。如果對於被告最初起訴的犯罪指控以及任何其他在審訊中曾經法官允許陪審團考量的被告所有犯罪嫌疑，最終仍判無罪的話，檢察官就不得對被判決無罪的被告提起上訴。


� 在洛杉磯曾發生一著名案件Rodney King case，該案件中警察被指控毆打犯罪嫌疑人。然在該州法院審判時，法官根據該州刑事法律將被指控的警察無罪開釋。聯邦政府隨後介入本案，並指上開涉案警察違反聯邦人民權利保護法。按聯邦政府就上開刑事傷害案件並無管轄權，因系爭犯罪非屬聯邦法院轄區，亦非涉及聯邦政府官員；且單就該傷害案件而言，其與聯邦政府亦無特定之訴之利益。然而，聯邦政府並不論究政府官員的刑事責任，而係論其違反人民權利保護。上開涉案警察，隨後經聯邦法院以違反聯邦法律遭起訴。本案乍看之下，似有違反憲法第五修正案之「一罪不二罰」原則，然目前法院見解認為上開案件之處理分別涉及不同管轄領域—一為聯邦政府，一為州政府；且所涉乃不同之法領域—一為州法下的傷害罪，一為聯邦法律下的違反人民權利保護；故本案並無違反一罪不二罰條款。


� 參見United States v. Ursery,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6. ( 518 U.S. 267, 116 S.Ct.2135, 135 L.Ed.2d 549.)


� 聯邦法院是採用萬能法官(all-purpose judge)制度，亦即審理法官包辦同一案件自被告第一次出庭至最終的無罪開釋或有罪量刑判決等所有相關庭訊事宜。而州法院之規定就不一致，有的亦採萬能法官制度，但大部分的州法院法官是專業分工的(specialized judge)，例如被告案件在不同的審理程序如保釋庭、審前動議程序庭(pretrial motions)、審理庭(trial)等，可能是由不同的法官分別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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